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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城市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侧重于将信息技术用于城市建成环境和人的

行为分析，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此，本文对现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进行了系统梳理，并

对不同形式量表的误差等问题进行了总结。目前的研究大多对生命满意度和情感幸福感分别加以度量。对生命

满意度的度量主要采取单条或多条的反映性量表，以Cantril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和Diener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为

代表；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也以反映性量表为主，包括单条的Gurin量表与多维度的核心情绪量表和PANAS量

表。针对短期情感体验的调查，还发展了诸如经验取样法和日重建法等专门的方法。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仍以

自陈量表居多，其中存在很多测量偏差。基于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体系和西方地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进展，本文提出了值得未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几个话题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量表

和相关研究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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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指“个人对

其生活的主观感受”(Veenhoven, 2002)或“生活幸福

的总体感觉”(Campbell et al, 1976)。目前，这一概

念在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国内心理学者很早就引入了西方的很多概念

和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的提出，有关幸

福感的研究也呈现快速增长。然而，目前国内地理

学文献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还不多，不少人对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量表、理论等还不够熟悉，甚至

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度量仍存在不少误解。比

如有学者因其属“主观”而非“客观”的研究而嗤之

以鼻。实际上，对主观幸福感的度量是心理科学的

重要内容，其科学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还有不少

国内学者认为幸福感是一个无法测量或难以进行

科学分析的话题。但实际上，自我报告的方式虽然

有一定的缺陷，却仍然是研究主观体验最便捷和有

效的方法，其信度和效度不比很多客观概念低。

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内地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

研究，消除人们对幸福感的概念和测量方法的质

疑，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量表进行系统的介绍。

一方面，通过对幸福感度量方法的介绍，扩展目前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议题，将主观幸福感的理论

思考具体化为可测量的构念(测量模型)和可检验的

统计模型(路径模型)；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其他学科

有关幸福感研究的成果，指出幸福感的测量误差和

陷阱，增强幸福感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文章结

构如下：第二节主要介绍幸福感的研究进展和概

念，进而提出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体系；第三节系统

介绍衡量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成分的常用量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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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对已有的量表进行简要的评价，指出其背后可能

存在的误差和使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五节探讨

值得国内地理学者关注的话题；最后一节总结全文

并讨论其对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2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和概念体系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和永恒的生命

追求。从古希腊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Hedonism)”

到亚里士多德的“完善论(Eudaimonism)”，从中国古

代孔子的《论语·学而》等对“乐”的阐释到王阳明的

“心学”，中西方古代哲学家都对幸福给出了不同的

定义。然而，由于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主

观幸福感一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仅停留在哲

学思考和生活格言的层面。这种情况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才有所改观。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

布雷斯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

提出了作为主观体验的生活质量的概念，开启了主

观幸福感的研究(Galbraith, 1958)。在此后半个多

世纪里，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主

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扩展。

经济学对主观幸福感的关注主要出于以下两

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很多学者逐渐意识到高收入

并不必然意味着高质量的生活 (Easterlin, 1974;

Campbell, 1976)。为此，很多学者提出把主观幸福

感作为对传统衡量社会福利和国家生活质量传统

指标 (如 GDP、HDI 等)的补充 (Diener, 2000; Cum-

mins et al, 2003; Kahneman et al, 2004b; Stiglitz et

al, 2009)。不丹等国家已经开始用国内快乐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取代GDP作为衡量其国

内发展水平的指标；学者也开始对不同国家的主观

幸福感的均值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发

现，人的很多行为决策并不遵从微观经济学的效用

最大化的假设，从而使得通过人们的行为选择来推

断其需求或满意程度并不准确 (Kahneman et al,

2006)。因此，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体验效用(Expe-

rienced Utility)被用于反映个人的体验和评估政策

对人们福利水平的影响(Kahneman et al, 1997; Ar-

cher et al, 2013)。这一视角也常常将主观幸福感用

于对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居民的迁移意愿及出行决

策等的研究(Abou-Zeid et al, 2012)。

心理学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源于积极

心理学的倡导。在 1990年代很多心理学家开始意

识到心理学侧重于对消极的心理状态(如压力等)的

研究，而相对忽略了积极的心理状态 (Seligman,

1999)。然而，人们不仅倾向于避免消极情感，更追

求积极的体验。因此很多心理学家开始大力发展

对积极情感(包括主观幸福感)的衡量、理解和相关

干预政策的研究(Lyubomirsky et al, 2005)，极大地

丰富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框架。

国内学者目前也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早在

1993年，《国外医学》杂志就介绍了对日本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的研究。随后，许多学者分别从心理学和

生活质量的角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测量进行

了介绍，并对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探讨。自

2008年起，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呈井喷式增长

(图1)，心理学、经济学、医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都

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关

注“人们如何以及为何以积极的方式体验其生活”

(Diener, 2009a; 周长城 等, 2011)。这一概念有时又

被称为“快乐”或“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不

过，在具体的应用中，主观幸福感与这两个术语有

一些约定俗成的差异——主观幸福感往往强调主

观方面，而生活质量既包括主观方面也包括客观方

面；主观幸福感既包括认知(主要是满意度)，也包括

情感维度，而快乐更强调情感维度。表 1给出了主

观幸福感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异同。限于篇幅，这里

不详细展开，更多关于幸福感或福祉相关概念的分

析参见其他综述论文或专著(Ryff, 1989; Diener et

al, 1999; Veenhoven, 2000; 邢占军 等, 2004; Linley

et al, 2009; 周长城, 2009; 邢占军, 2011; Nordbakke

et al, 2013)。

图1 中国期刊网核心期刊中以“幸福感”为题的论文数量

Fig. 1 Number of articles related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key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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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主要包括 3个

部分：生命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积极情感(Posi-

tive Affect)和消极情感 (Negative Feelings) (Dei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9)。其中，生命满意度指对生

活状况的总体评估，它通常被看作主观幸福感的认

知性(Cognitive)成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主要指

人的情感体验，它们相互独立并且都被看作主观幸

福感的情感性(Affective)成分。在具体的应用中，

对主观幸福感的衡量又因为量表所涵盖的时间周

期及其采取的形式而不同。从时间尺度上看，主观

幸福感有长期、中期和短期之别。长期幸福感可以

看作短期幸福感的累积或综合评价(Kim-Prieto et

al, 2005)，不同时间周期内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

式往往不同。另一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虽然

主要采取自我报告的量表，但是也有客观量表或基

于已有量表生成的指标。自我报告的量表往往又

可以分为反映性和生成性量表两种形式(Grzeskow-

iak et al, 2006)。其中，反映性量表是指人们对当前

情况的总体判断或整体印象，它假定人们潜在地具

有一个统一的构念或认知，而每条量表都是对这个

构念的反映；这类量表通常可以通过因子分析得到

一个或多个维度的因子。生成性量表是指人们通

过对某个整体的不同要素的逐一评价而得到对整

体的度量；此类量表往往基于累加模型(Aggregate

Model)或比例模型(Profile Model)得到度量整体的

综合指数(Law et al, 1998)。基于上述划分，可以将当

前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粗略分类成表2的形式。

3 主观幸福感的主要量表简介

参照表 2，本节将依次介绍主观幸福感的认知

性和情感性成分的主要量表。当然，本文无法涵盖

所有的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参考国内外的其他综述 (Deiner, 1984, 1994,

2009b; Fordyce, 1988; 邢占军, 2002; 苗元江, 2007;

Krueger et al, 2008; Diener et al, 2010; 任 杰 等,

2010; 邱林, 2011; 耿晓伟等, 2013)。

3.1 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性成分量表

根据前面的介绍，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性成分主

要指生命满意度，当然也包括不同生活维度(Do-

main)的满意度和相对短期的日常活动的满意度。

对生命满意度的衡量主要采用反映性量表的形

表1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概念辨析

Tab.1 Concepts related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主观幸福感(SWB)

生活质量(QOL)

传统的社会经济指标(GDP、HDI等)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WHOQOL)

快乐(Happiness)

心理幸福感(PWB)

量表形式：主观 vs. 客观

主观

既有主观也有客观

客观

主观评估

主观

主观

评估内容：个人 vs. 环境状况

强调个人的情感和认知方面

既有个人也有环境

环境为主

既包括个人的生理、心理、独立性和宗教方面，

也包括社会关系和环境方面

强调个人的情感方面

强调个人的能力方面

应用方面：个人 vs. 集体

个人为主

集体为主

集体

集体为主

个人

个人

表2 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类型

Tab.2 Typology of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反映性(Reflective)

生成性(Formative)

基于已有量表生成的量表

单条(Sngle-item)

多条(Multi-item)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认知方面

Cantril's Ladder

活动满意度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
Domain满意度

-
各类加权“指数”

-

情感方面

Gurin Scale；Delighted-Terrible Scale

客观的方法(如面部表情、心跳等指标)

环形模型；PANAS

Affect Intensity Measure；Affectometer；

PANAS；plugin SAM

Affect Balance Scale

Affect Balance Scale

-
U-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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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最常见的单条量表通常采取以下形式：“总的

来说，你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满意吗？”1为“非常不满

意”，10为“非常满意”。由于这一形式的量表十分

简洁，因此广泛用于目前的大型社会调查中，如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

cial Survey)、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German Socio-

Economic Panel)、英国住户追踪调查(British House-

hold Panel)、欧洲社会调查 (European Social Sur-

vey)、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等。这

一形式的量表还可用于衡量不同域(Domain)(如工

作、婚姻、居住等)的满意度和活动满意度(如White

et al, 2009)。为了避免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产生的

问题，研究者们还编制了一些非言语性的量表，如

Cantril 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和山形量表 (Cantril,

1965)——梯形量表有9个梯级，山形量表包含11级

台阶。也有很多生命满意度的反映性量表采用多

条量表的形式。最常见的例子是Diener等编制的

多项目生命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Diener, Levine et al, 1985)。该量表由 5 个项目组

成，每个项目根据对人们当前生活状况的陈述的同

意程度进行赋分。其理论基础是生活满意是个体

比较其目前的生活状况与他们自我期望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也有部分研究采用生成性量表

的形式衡量生命满意度。这些研究分别评定生活

各个方面(如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工作状态、居住

环境、健康状况等)的满意程度，进而将这些条目的

评分相加得到整体的生命满意度(Bramston et al,

2002; Loewe et al, 2014)。国内邢占军等(2002)编制

的《满意感调查表》采取了生成性量表的形式，包括

物质生活、社会关系、自身状况、家庭生活和社会满

意度5个维度。这些量表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幸福感

中的自下而上的视角(Headey et al, 1991)。不过，目

前关于确定不同维度之间以及各维度内不同要素

之间的权重仍存在诸多分歧。有的研究采用回归

系数作为权重，有的则采用消费者对不同因素的重

要性的评价作为权重得到整体的满意度(Stradling

et al, 2007)。目前国内基于不同要素的满意度生成

的各种指数原则上也属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不

过，由于这些量表对项目的选取和权重的设定往往

缺少理论依据，这里不对其一一介绍。

3.2 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性成分量表

现有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性成分(或者称

之为情感幸福感)的界定仍存在很多分歧。一些研

究认为基本的情感是离散的；另一些则采用内在维

度的视角(邱林, 2011)。同时，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性

成分相对于生命满意度波动性更大 (Bramston,

2002)，对时间尺度也更为敏感。从持续时间上，现

有研究一般把情感幸福感分为 3个部分：短期的情

感 (Emotion)、中期的情绪 (Mood)和长期的快乐

(Happiness)。相应地，对不同类型的情感幸福感也

有不同的量表。

衡量快乐的最简单的两个量表是单条的Gurin

量表和Andrews与Withey的脸形量表。Gurin量表

(Gurin et al, 1960)询问受访者：“总的来说，你觉得

这些天过得怎么样？——很快乐，快乐还是很不快

乐？”Andrews与Withey的脸形量表或D-T量表则要

求受访者回答：“总的说来你觉得你的生活怎么

样？”1 为快乐 (Delighted)，7 为糟糕 (Terrible) (An-

drews et al, 1976)。世界价值观调查对快乐的衡量

采取了类似的量表。还有很多反映性量表将情感

幸福感理解为若干基本维度。这些维度通常被定

义为核心情绪——即那些最基本的、有意识的情感

体验。最常用的核心情绪的模型是Russell发展的

由效价(Valence)和唤醒(Activation)两个正交维度构

成的情感环丛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 (Rus-

sell, 1980, 2003)。该模型假设任何情感体验都可以

用不同的效价和唤醒水平的结合加以定义(邱林,

2011)。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的端点分别由一系列

意义相反的形容词来界定。为了减少文字带来的

表达偏误，也有学者用自我报告小矮人 (Plugin

SAM)代替形容词组(Lang, 1980)。与效价和唤醒类

似的两个维度是情感强度和频率。这两个维度也

广泛应用于对情感幸福感的衡量(Diener, Larsen et

al, 198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强度与唤醒水

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邱林, 2011)。同时，尽管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效价和唤醒两者在核心情绪中同等

重要，已有研究对频率和强度这两个维度的重要性

的认识却存在分歧。Diener 等(1991a)认为与情感

体验强度相比，情感体验频率对整体幸福感而言更

加重要。Wirtz等(2003)却认为情感强度比频率能

够更好地预测人们的情感偏好。相应地，有的量表

(表 2)侧重对情感体验频率的测量(Kammann et al,

1983)，而有的量表则更侧重对情感体验强度的衡

量(Larsen et al, 1987)。还有一些研究将效价和唤

醒两个维度进行旋转，从而得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

感两个维度。典型的例子如瑞典核心情绪量表

485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4卷

(Swedish Core Affect Scales)(Västfjäll et al, 2002)和

Watson 等 (1988)编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

PANAS包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形容词各 10个，

施测简单，而且还可以通过指导语来改变测量的时

间框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已被广泛应用于跨文

化幸福感的调查，最近也被引入到中国(黄丽等,

2003)。Bradburn(1969)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 (Af-

fect Balance Scale)与PANAS类似，也包括积极情感

和消极情感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由 5个项目组

成。但是，该量表只是简单地询问事件是否发生而

没有考虑情感体验的频率和强度，并使用积极情感

和消极情感发生的频率之差(情感平衡，Affect Bal-

ance)来作为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因此，该量表实

际上是一个生成性量表而非反映性量表。除此而

外，还有一些研究没有明确界定不同的维度，而只

是询问受访者对一系列不同表述的同意程度(如牛

津快乐量表(Hills et al, 2002))或经历频率(如压抑—

快乐短表(Joseph et al, 2004))。

对短期情感幸福感的衡量往往通过对上述量

表加上相应的时间尺度限定即可。除了上述自陈

量表，目前的研究还发展出了一些衡量短期情感成

分的客观指标，如基于磁共振成像、皮肤电与心率

等的测量方法(Layard, 2010; 黄玲玲等, 2010; 罗扬

眉等, 2015)。已有研究还针对活动片段中情感幸

福感的评估专门发展了两种技术。其中一种是经

验 取 样 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Chris-

tensen et al, 2003)。该方法又称为时间抽样法

(Time Sampling)、传呼研究(Beeper Studies)和生态

瞬间评估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Du-

arte et al, 2010)，主要通过参与者在日常行为过程中

进行一系列自我报告对情感体验进行即时评估。

抽样往往通过实验者交与参与者的电子呼叫装置

(PDAs)实现；参与者在收到信号时需要在自我报告

手册或随身听上记录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在从事的

活动、正在交往的人以及当前体验的不同情绪的程

度等。另一种方法是Kahneman等(2004a)提出的日

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该方法通过

唤起参与者前一天的语境，并根据参与者的记忆再

现不同时刻的情感体验。该方法一般包括以下4个

步骤。①受访者回答其人口统计学及总体的满意

度。②受访者构建前一天的简短日志，给一天中的

每一个情景起一个能帮助记忆的名字，并写下每个

情景的起止时间。一个情景结束的标志可能是场

所的变化、所从事活动的变化或者正在交往的人发

生的变化等。③参与者回答关于每一个情景的结

构式问题，包括该情景的起止时间、他们在做什么、

在哪里、正在跟谁交往、感受如何？最后，参与者回

答其他细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一些用

短期的情感体验建构出衡量长期快乐的量表。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Kahneman等提出的“峰—尾定律

(Peak/End Rule)”和 U 指数(Kahneman et al, 2006)。

“峰—尾定律”认为人们对某段时间内的快乐或痛

苦的经验进行回溯评价时，会受到最极端(峰值)和

结束时(终值)体验的决定性影响(Kahneman et al,

1993)，却很少受整个过程持续时间的影响(Fred-

rickson et al, 1993)。为此，可用某段时间内个人情

感体验的峰值和终值的平均数评价整段时间内的

感受。U(代表 Unpleasant)指数则测量个体处在不

愉快状态(如果某情景中任何一种消极情感的最高

评价分数显著大于积极情感的最高评价分数，该情

景就是消极的)的时间比例。它是基于前景理论提

出的(Kahneman et al, 1979)，认为人们对失去/痛苦

的敏感性要大于得到/快乐，因此可以根据情景中最

强烈的消极情绪来确定该情景是否消极。

4 不同量表的评价

综上，可以发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度量以自陈量

表为主。这是因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内在的心理

体验，它很难通过别人的判断来实现。但是，由于自

陈量表受个人的认知、情绪和情景等影响较大，因

此有必要对不同量表的测量效果进行评估。

(1) 由于对主观幸福感的评判往往基于记忆的

印象而非真实信息①，因此必须批判性地看待主观

幸福感的评分。一方面，采用里克特量表评估幸福

感时，所得到的评分会受默许或社会赞许(Social

Desirability)等的影响。例如，受访者可能觉得别人

期待自己回答“很满意”因而给出高于自己实际体

验的分数。甚至不同问题或得分的编码顺序都会

影响测量结果。更多有关幸福感评价中认知偏差

的机制可参见李爱梅等的研究(李爱梅等, 2013)。

①相比依赖于回忆的自我报告法，经验取样法受记忆扭曲和错误记忆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成本很高，应用不多，并且很难评估长期的主

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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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陈量表的施测结果受情景的影响也较

大。如很多研究表明，即时的幸福感或一周的情绪

都会影响对长期的生命满意度的评估(Schwarz et

al, 1983)；甚至有研究表明，受访时的天气和当天是

星期几都可能影响受访者的生命满意度(Schmiede-

berg et al, 2014; Tumen et al, 2014)。不过总体上，已

有研究表明情景的影响较大而社会赞许影响相对

较小(Kozma et al, 1987; Diener et al, 1991b)。因此，

为了更好地控制测量的误差，有必要记录受访者当

时的情景和心理状态——哪怕是询问受访者长期

的主观幸福感状态。

(2) 情感体验的内容存在文化和人口差异(Die-

ner et al, 2003)，在应用主观幸福感的量表时需要考

虑这些影响。如有研究表明，西方学者编订的一些

被证实具有较好测量性能的量表，在用于中国城市

居民调查时在某些方面效果欠佳(邢占军等, 2002)，

反而是台湾学者(Lu et al, 1997)所编订的中国人幸

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取得了最好

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在引入外来量表时，需要在

普遍性和地方性之间权衡，虽然不能完全采用本土

的量表，但是至少在使用其他文化语境下的量表时

需要对其效度、信度和适用性等进行检验。同时，

在研究对象方面，需要考虑一般性社会群体和边缘

群体、弱势群体或特殊群体在幸福感测评中存在的

不同问题，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以及拆迁户等开发

适合其使用的幸福感量表。

(3) 不同形式的量表具有不同的偏差。反映性

量表往往有较好的一致性，能够很好地描述整体的

幸福感；相反，生成性量表在维度、条目和权重的选

取上往往缺乏理论依据。例如，尽管已有研究大体

确定了几个对生命满意度最重要的维度，但是鲜有

研究能够回答这些维度是否全面、哪个维度对生命

满意度更重要等问题。在反映性量表中，包含内容

一致的多条问题的量表也往往优于单条问题的量

表。这是因为多条问题的量表往往能够通过求平

均或因子分析除去部分测量误差。因此，推荐更多

地采用具有多条问题的反映性量表(如Diener等的

生命满意度量表)。另外，在得分的编码上，也存在

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究竟应直接询问受访者

的满意程度还是询问其对不同表述的同意程度？

应询问受访者不同状态的频率还是强度？将幸福

感的得分看作连续的还是定序的(ordinal)数值？这

些问题都需要在问卷设计和实证分析中加以注意。

5 主观幸福感度量在地理学中的应用
方向

近年来，英语圈(国家)的地理学中对主观幸福

感的研究开始快速增长。关于这一话题的综述，请

参考Wang等(2015)的研究。总体上，目前西方地理

学者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

间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少研究假定人们可以

自由选择其居住的地方，这种“用脚投票”的结果是

各个地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大体类似。然而很多

地理学研究似乎否定了这一假设。如 Aslam 等

(2012)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后，欧盟

不同国家之间的生命满意度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Okulicz-Kozaryn(2011)也发现欧洲各国不同省份之

间的生命满意度存在很强的空间正相关，暗示不同

地区的满意度分布存在集聚；Oswald等(2011)基于

对美国各州生命满意度的研究，估计出州际差异的

解释度与很多重要的个人社会经济社会属性相

当。有学者发现，城市地区的幸福感往往低于农村

地区，如Berry等(2011)的研究表明，美国居民的快

乐水平在大城市、小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存

在从低到高的级差；Morrison(2011)对新西兰的研

究也表明，奥克兰等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对较

低。不过，这一发现可能更适用于发达国家；有学

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Knight et al, 2010)。地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另一

个主要的研究话题是各种地理因素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如大量研究发现，温度等气候因素和自然

污染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 (Rehdanz et al,

2005; Fischer et al, 2011; Ferrer- i- Carbonell et al,

2007)；城市内的绿地对幸福感往往也有正向的影

响(Ambrey et al, 2014)。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对

幸福感也有正向影响(Aslam et al, 2012)，在相对较

贫困的国家中尤其如此。另有研究表明，城市的区

位、建成环境、服务设施乃至社区环境对人的主观

幸福感有显著作用(Arifwidodo et al, 2011)。宗教信

仰等社会文化因素对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Rice et

al, 2004; Aslam et al, 2012)。目前，这些研究主要关

注生命满意度，不过也有研究开始涉及情感幸福感

(Schwanen et al, 2014)。

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刚刚

兴起。2012年王冬根等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对于“主观幸福感”研究项目的资助，并陆续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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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研究成果(Schwanen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5)；齐兰兰等(2013)对不同国家的幸福感的分布

特征及其与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

析；党云晓等(2014)对北京市居民的生命满意度和

快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贺爱忠等(2014)、杨超

杰等(2014)、朱金鹤等(2015)也发表了有关幸福感

的研究。然而，从幸福感的测量角度出发，目前的

研究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所选取的指标比

较单一，以单条问题或人为赋权的量表为主，较少

采用多条反映性量表。二是已有研究仍主要侧重

生命满意度，对情感幸福感关注较少。从研究因素

上看，已有研究对幸福感的解释因素较为单一，相

关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

一步加强。

6 结论和讨论

近年来，主观幸福感在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

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

快速增长。然而，目前地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仍然较少。不少人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度量方

法了解不多。为此，本文对现有有关主观幸福感的

量表进行了系统梳理介绍，并对不同形式量表的测

量误差等问题进行了总结。

总体上，目前的研究大多对生命满意度和情感

幸福感分别加以度量。对生命满意度的度量主要

采取单条或多条的反映性量表，以Cantril的自我标

定梯形量表和Diener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为代表；

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也以反映性量表为主，包括单

条的 Gurin 量表和多维度的核心情绪量表与 PA-

NAS量表。不过，由于情感幸福感对时间尺度比较

敏感，目前还发展出了诸如经验取样法和日重建法

等专门调查短期情感体验的方法。本文认为，作为

多条的反映性量表，Diener 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

Russell的情感环丛模型和Watson等编制的PANAS

量表应在未来的研究中被更多地采用；而作为一种

与时间地理学中的活动日志调查类似的方法，日重

建法也值得地理学者在对短期情感状态进行调查

时使用。不过，由于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以自陈

量表居多，其中有很多测量偏差。为此，未来研究

一方面应该借助认知理论和心理实验等揭示误差

产生机制，并减少系统性测量偏差；另一方面，需要

借助测量理论和前沿的分析方法选取合适的统计

模型。对中国地理学而言，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应

该注重幸福感度量的可信性和多样性，引入更多成熟

的量表(尤其是情感幸福感量表)；另一方面应引进相

关理论，更深入地探讨地理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的指标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自欧盟和 IBM等提出“智慧城市”的理

念以来(Giffinger et al, 2007; 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2009)，智慧城市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府部门关

注的一个热点。政府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智慧城

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内地理和规划界也开始探

讨智慧城市的内涵、经验及发展策略，《国际城市规

划》、《规划师》、《上海城市规划》和《现代城市研究》

等刊物陆续出版了多期智慧城市的研究专辑。然

而，目前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和实践主要以物联网和

大数据等为突破口，侧重信息技术的应用(吴志强

等, 2014; 甄峰等, 2014)。尽管已有研究也倡导精

明发展的理念(孙中亚等, 2013; 董宏伟等, 2014; 席

广亮等, 2014)，强调人本思想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

重要性(柴彦威等, 2014; 刘伦等, 2014)，但目前仍很

少直接考虑人的需求和主观体验。因此，本文认

为，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应该纳入主观幸福感的指

标，通过不断观测各个城市居民的快乐水平制定幸

福指数，并进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智

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依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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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view

WANG Fenglong1,2, WANG Donggen1

(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Geographical studies on the topic in English language is also growing rapidly. Since measure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empirical stud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We first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in which two major components are

identified: the cognitive component which is mainly known as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affective well- being

which is usually termed as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Each component can be further divided according

to its temporal span.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adopt self- reported scales to measur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while some facial or ecological indicators are also developed to measure short- term

emotions. The self- reported scales are quite flexible and probably provide the most proper insights into

individuals' subjectively experienced well- being. These scal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while the

reflective scales select items based on a latent model, the formative scales consider the items as different facets

which can be aggregated within an aggregate model or profile model. In general, more reflective scales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have been developed as compared to formative scales. The most widely used scales to

measure life satisfaction include the single-item self-anchoring scale and the 5-item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

Some formative scales such as the 8-item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 were also developed to assess one's

global life satisfaction. The most often applied measures of affective well-being include the single- item Gurin

scale, the multi-item core affect model, and PANAS. Special methods such as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nd artificial indicators such as U- index were also developed to measure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 activity episodes. The current article also review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 of those

measur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iases and errors of measurement caused by respondents'cognitive process and

the artificially assigned weights for various sub- domains, the multi- item reflective scales are recommended.

However, future studies should develop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vergence among various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evaluating global

well-being and select proper models i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important topics and issues for future

studies in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This review article mainly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and design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introducing some widely adopted

scales which are readily available for the Chinese geographers to collect data in future studies.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existing studies about smart cities mainly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analysis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However, not many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question to what extent smart cities may promote people's subjective well- being. Therefore, the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may provide a pool of indicators to monitor national well-being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er cities.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es; life satisfaction; affective well-being;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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